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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技术更新换代的加快，企业创新的关键环节转变为如何有效获取和利用外部的知识和

技术，实现与自身内部资源的整合，并强化自身的研发能力。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研究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

的影响及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均产生了显著的

正向影响，其中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二，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助于企业利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知识

溢出和资源禀赋的优势，增进自身的创新能力；第三，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

绩效，但过高的产品关联密度也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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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巨大困

难和挑战，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陡增，在此背

景下，2020年 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尤其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因此，创新已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

长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唐未兵等，2014）。企业是国家创新系统

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因此，如何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我国综合创新水平正日益

成为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技术更新换代的不断加快，我国企业创新模式已逐步从以自主研

发为主的封闭式创新模式演变为以引入外部知识为主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企业创新的关键环节转变为如何

有效获取和利用外部的知识和技术，实现与自身内部资源的整合与发展，培育并强化自身的研发能力。获取

外部溢出是知识获取的重要途经之一，对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至关重要。产品空间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为

产品关联密度，它强调产品空间内不同产品间的距离并非均等，产品获取外部溢出的规模和范围也不相同，

因而，产品未来发展前景也并不相同。现有研究已证实，一国产品关联密度越大的产品更容易实现转型升级

（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那么产品空间理论能否在中国企业创新层面得到体现？如果企业出口产品与当地

其他企业的产品关联密度越高，其他企业的知识溢出越容易被吸收，那么企业吸收能力是否有助于促进产品

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呢？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现有文献还未有论及，也未对此议题展开具体研

究。基于此，本文拟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研究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

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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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即产品关联的相关研究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产品关联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品关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和产品关联对产品多样化的影响研

究。Hidalgo et al（2007）及 Hausmann和 Klinger（2007）首先提出了产品空间理论，并从产品的视角对比较优

势赋予新的内涵，认为一国生产能力的禀赋影响了该国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升级路径。在关于产品关联对

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方面，有研究强调产品关联对转型升级的影响。贺灿飞等（2016）基于中国 31个省区市

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路径，研究发现中国地区产品关联显著影响了该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毛琦梁和王菲

（2017）实证分析了比较优势对于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产业升级受累计生产能力禀赋的影

响，不过其影响程度还依赖于地区的可达性高低。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后发国家也可通过产业政策一定程

度上偏离比较优势，从而实现经济迅速增长（邓向荣和曹红，2016；Pike et al，2016）。关于产品关联对产品多

样化的影响主要沿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企业层面验证产品多样化的路径。Hausmann和 Hidalgo（2011）阐

述了产品多样化的由来和国家层面上如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Boschma et al（2012）研究了西班牙区域产业

多样化问题，认为区域层面多样化生产与当前产业结构密切相关。Hazir et al（2019）从企业层面探讨了出口

范围变化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倾向于调整其出口产品的组合，使其生产和出口能力与本地区产品关联

更紧密。孙天阳等（2018）的研究发现，企业在扩展出口范围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与当地企业的产品

关联和市场邻近有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表现。

关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探讨了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国

家层面，既有研究考察了宏观经济环境（Brown 和 Petersen，2015；马光荣等，2014）、政府的财政政策（Howell，
2017；章元等，2018）、税收政策（陈洋林等，2018；王桂军和曹平，2018）及政策的不确定（杨鸣京等，2019）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产业层面，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行业特征（鲁桐和党印，2014）和产品市场竞争（肖文

和林高榜，2014）；企业层面，既有研究较多从企业规模（朱晋伟和梅静娴，2015）、企业行为（李翔等，2014）、企

业能力（Garud和 Nayyar，1994；吴航，2016）、企业资源（曾德明和陈培祯，2017）及企业网络特征（曾萍等；

2017）等视角进行探讨。与本文主题最密切的文献主要是产品关联与企业创新的研究，目前相关研究还较

少，并且多从知识关联角度和技术关联角度探讨。如 Breschi et al（2003）使用 1982—1993年美国等六国向欧

洲专利局申请专利的数据研究表明，知识关联度是企业技术创新多元化的主要决定因素。Neffke 和 Henning
（2013）通过使用跨行业劳动力的流动数据研究表明，企业更可能进入那些与当前核心竞争力知识关联度更

高的产业。Eum和 Lee（2019）基于 1980—2005年的出口数据和国际专利数据并采用 ALP（algorithmic links
with probability）方法考察了企业生产经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过去的生产优势不仅对新

技术优势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当前已有的生产能力还将为新产品和技术创新提供演化路径参考。

通过上述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产品关联与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取得了丰富成果，并为本

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参考借鉴基础，但尚无文献结合产品空间结构下的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也未有在中国情境下关于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经验研究；另外，缺少考察企

业吸收能力对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的文献。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本文首次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了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第二，本文全

面探讨了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引入了企业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进一

步考察其对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三、理论机制分析

（一）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企业出口产品与一定地理范围内出口产品的关联密度越高，会使得集群区域具备更好的知识溢出效应。

因此，充分利用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所带来的知识溢出，对于提高我国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其

可能的影响渠道表现为：

第一，创新导向效应。由于产品空间密度表征了产品的空间演化路径，企业可以借助自身的产品优势和

能力禀赋，通过不断创新，保持领先地位。随着先发企业持续进行创新升级，能够生产的产品越复杂，这种先

发优势带来的溢出效应也可能越多，后发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处于优势地位企业的产品空间结构和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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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向先发企业产品空间特质演化，将出口篮子瞄准先发企业出口的商品组合，附加值更高的创新产品，从

而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从产品空间的角度，当产品关联密度越高，其周边累积的生产能力禀赋越大，

尝试生产创新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蓝图更加清晰，在较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成本的不确定，减少发现成本，

可以激励企业家勇于开展产品的创新升级尝试，同时也会激发后续企业不断跟进，促使创新升级从点到面蔓

延开来（马海燕和刘林青，2018）。

第二，创新学习效应。企业间的技术关联与互补性是积累创新能力的重要投入（Lundvall，1992；郝志平，

2011），有利于企业间相互学习。集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有关组织，共同的知识基础和认知邻近性更便于

集聚内企业间的沟通与交流。集聚区内企业通过各种交流方式更易于获得最新的市场信息、产业内知识创

新动态，从而提高集聚区内技术创新的效率和能力。同时，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缄默知识对技术创新

的贡献更重要。但缄默知识由于不能有效地实现格式化，其共享与传播只能在近距离内通过正式与非正式

的交流来实现。大量关联性企业在地理空间的集聚为企业间提供了近距离学习的机会与条件，从而提高了

缄默知识的共享与传播效率。

产品关联密度测度了一个企业生产的某一产品与其所在地理范围内其他具有比较优势产品之间相互联

系的程度，彼此间关联密度越高，表示企业间能力禀赋越相似，大量聚集的相关企业网络的创新资源越能得

到有机的整合，实现协同创新。然而，由于知识溢出基于认知邻近性，产品之间只有在认知距离合适的条件

下才能产生有效的知识溢出（贺灿飞等，2017），过高的产品关联密度也可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负效应。

第一，创新锁定效应。关联网络中，大量相关企业及配套厂商集中在某一区域使得企业之间形成了较为

固定的合作关系和行为模式，集聚区内企业因而可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交易成本获得技术溢出和竞争优势，

从而减少从外界获得有用信息和面向新机会的路径（吴汉贤和邝国良，2010）。由于长期接触相同的知识源，

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技术发展的网络封闭性，逐渐形成集群内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从而导致集群内企业创

新的锁定风险。这种产品关联网络所塑造的创新结构在形成之初有助于提升关联企业的竞争优势，但由于

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如果集群内企业不能及时更新技术而只是局限于原有技术边界，企业集群将会成为一个

“技术孤岛”（古继宝和高杨，2006），一旦外部产业环境发生革命性变革，被锁定的产业集群将面临巨大的冲

击，其原有的竞争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第二，搭便车效应。集聚区内企业的创新模式主要形式为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其表现为各相关企业间的

信息交流、知识共享与扩散。由于知识具有外部性的特点，集聚区将盛行机会主义行为，即“搭便车”行为

（Marshall，1890）。如果集聚区相关企业在机会主义心理下，只是简单模仿和依靠其他企业的知识溢出，而没

有相应的知识交流和信息共享，创新企业将无法获得合理的创新报酬。长期以往，更多创新企业将失去创新

的动力，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机会主义的泛滥和新兴技术的缺乏将使整个集聚区面临被淘汰。

综上所述，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具有两面性，当产品关联密度所引起的知识溢出的促进效应大于其

抑制效应时，产品关联密度将有助于企业创新。反之，如果产品关联密度所引起的知识溢出的促进效应小于

其抑制效应时，产品关联密度将阻碍企业创新。

（二）吸收能力调节效应的理论分析
产品关联密度是否能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还取决于企业的吸收能力。既有相关研究表明，外部知

识溢出能否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的发展，关键在于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通过模仿、消化及转化等一系列内部

化过程才能实现知识溢出（杨慧军和杨建君，2016；张振刚等，2015）。吸收能力不仅包括知识识别、知识消化

和知识应用的能力（Cohen和 Levinthal，1990），而且还包括预测产业技术机会的能力（Cohen和 Levinthal，
1994）。吸收能力被称为知识溢出发生的催化剂，是一个企业能否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Leal⁃Rodriguez et al，
2014）。

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决定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的知识溢出是否可以被模仿、消化和再创新的关

键要素。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由于其能更加快速发现对企业有用的知识和信息，能更好地整合企业内外知

识并加以有效利用（Bosch et al，1999）。因此其创新绩效相比吸收能力较弱的企业更胜一筹（庄园园，2020）。

基于此，认为企业吸收能力对于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的知识溢出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构建了产品关联密度、吸收能力与中国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具体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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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品关联密度、吸收能力与中国企业创新的理论框架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在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主要有 UN⁃COMTRADE 数据库（2000—2007年）、中国海关数据库

（2000—2007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2007年）①。

对于数据库的使用和匹配，主要处理如下：①首先，利用 UN⁃COMTRADE数据库中世界 HS96（1996年版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层面的产品出口数据计算 2000—2007年各年的产品关联度；②其

次，利用 2000—2007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测度企业层面的产品关联密度，具体步骤为：先将中国海关数据库中

HS8位月度数据合并成 HS6位的年度数据，再将企业产品层面各出口国的出口额合并，最终形成年度⁃企
业⁃产品层面的海关出口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产品层面的关联密度，最后对企业⁃产品层面的关联密度

进行标准化再加权求和的方法得到企业层面的产品关联密度；③再次，关于企业创新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因此需对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先剔除缺失企业名称、企业邮

政编码、电话号码等关键性指标缺失的观测值、从业人数小于 8人的观测值、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

再对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按照企业名称匹配方法进行匹配，最终得到的观测样本数为

183091个，企业数为 59779家。

（二）变量测度及特征事实

1. 产品邻近度和产品关联密度

产品关联密度以产品邻近度为基础，以考察某产品在产品空间结构中的分布情况。在测度产品邻近度

时，本文参考 Hidalgo et al（2007）、Hausmann和 Klinger（2007）的做法，以一个国家同时出口两种产品的条件

概率的最小值来表征产品之间邻近程度。同时为了避免偶然出口的影响，引入了 RCA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的概率，用以表示这两种产品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最小可能性。这种测度方法

其实质就是以两种产品被一国同时出口且兼具比较优势的可能性的结果为导向来衡量产品邻近度。产品邻

近度反映了两种产品在劳动力、物质投入、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相似性，如果这两种产品被一国同时出口

的概率越高，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在生产一种产品的同时生产另一种产品，那么这两种产品的空间距离也就越

邻近。本文使用 2000—2007年 HS6位的 UN⁃COMTRADE数据库中国家⁃产品层面的出口数据分别计算

2000—2007年的产品邻近度。具体测度公式为

proximityi，j = min{ }P ( )RCAi | RCAj ，P ( )RCAj | RCAi （1）
其中：proximityi，j表示两种产品 i与 j间的邻近程度，即若一国在产品 j上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同时在产品 i

上也兼具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与一国在产品 i上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同时在产品 j上也具有比较优势的条

件概率的较小值，当然任何产品与其自身的邻近度皆为 1；P ( )RCAi | RCAj 表示一国在产品 j上具有比较优势

的条件下同时在产品 i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该条件概率的测算公式如式（2）所示。

① 为了保证完整的数据结构和良好的数据质量，本文采用 2000—2007年的数据，具体原因在于：本文实证部分需要对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但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7年之后数据质量非常差，并且，诸多关键变量数据缺失严重，例如，测度本文吸收能力的

代理变量（企业生产率）所需的中间投入、工业增加值以及本文的控制变量企业补贴数据均缺失，另外，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新产品产值在

2007年之后也仅有 2008年和 2009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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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RCAi | RCAj =∑
c

RCAc ( )i | j
RCAc ( )i

（2）
其中：分母表示仅在产品 i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数量；分子表示一国同时在产品 i、j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的国

家数量。当一国在某一产品上的 RCA指数大于等于 1时，那么该国在该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关于 RCA指

数的测算公式为

RCAc ( )i =
exportc ( i ) ∑

i

exportc ( i )
∑
c

exportc ( i ) ∑
c
∑
i

exportc ( i ) （3）

其中：分母表示世界上产品 i的出口额与世界上所有产品出口额的比重；分子表示一国产品 i上的出口额与

该国所有产品出口额的比重；exportc ( i )表示 c国当年在产品 i上的出口额。

在产品邻近度测算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计算企业层面的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参照 Hausmann和 Klinger（2007）与吴小康和于津平（2018）的做法，本文采用式（4）~式
（6）对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省内产品关联密度进行测算。

densityfi =
∑
j ∈ I
proximityf，i，j

∑proximityi，j
（4）

densityfik =
∑
j ∈ RCAk

proximityi，j

∑proximityi，j
（5）

densityfil =
∑
j ∈ RCAl

proximityi，j

∑proximityi，j
（6）

其中：分母为企业 f的出口产品 i与当年世界上所有其他出口产品之间的关联度之和；式（4）中，densityfi表示

企业 f的出口产品 i与其出口的其他产品之间的平均关联度，分子为企业 f的出口产品 i与当年该企业所有其

他出口产品之间的关联度之和；式（5）中，densityfik表示企业 f的出口产品 i与所在城市 k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其

他产品之间的平均关联度，分子为企业 f的出口产品 i与其所在城市 k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产品之间的关

联度之和；式（6）中，densityfil表示企业 f的出口产品 i与所在省份 l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产品之间的平均关

联度，分子为企业 f的出口产品 i与其所在省份 l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产品之间的关联度之和。

为了获得企业层面总体的产品关联密度，需要将产品层面的产品关联密度加总到企业层面，然而不同产

品的关联密度加总经济学意义不明显，为此参照许和连和王海成（2016）对产品层面变量加总到企业层面的

做法，先对式（4）~式（6）测算得到的产品层面关联密度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可获得企业在每个年度每一

HS6位产品的标准化产品关联密度指标，其中，企业层面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的标准化公式如式（7）所示，城

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省份内产品关联密度的标准化类似。

sdensityfi = densityfi - min _densityfi
max _densityfi - min _densityfi （7）

其中：max_densityfi、min_densityfi分别为针对产品 i，在所有年度、所有企业层面求出的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 sdensityfi的值介于 0~1，而且没有单位，可以在不同层面进行加总。企业层面加总后的企

业内产品关联密度的整体指标为

density eft =∑ vit

∑
i ∈ f
v it
sdensityfit （8）

其中：density eft代表企业层面在 t年的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f为企业 f的所有产品集合；
vit

∑
i ∈ f
v it

表示 t年企业 f的

产品 i的出口额占企业 f出口总额的比重，加总到企业层面的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省份内产品关联密度的

做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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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参照蒲艳萍和顾冉（2019）的做法，采用新产品产值对数进行表征。由于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产品关联密度，并着重从产品关联密度的三个地理范围，即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城市内

产品关联密度及省内产品关联密度来考察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因此该部分对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

联密度变量与新产品产值变量之间的关系先进

行描述性统计，以初步掌握两者之间的数据统计

特征。结果见表 1，当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与省

内产品关联密度大于中位数时，其新产品产值的

对数均值要分别略大于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与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小于中位数时的均值，但城市

内产品关联密度的新产品产值的分布情形却刚

好相反。所以，企业层面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

联密度的提升是否有助于企业创新还需通过构

建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为进一步考察企业层面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并根据前文对企业层面

产品关联密度的测算结果，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lnRDfpt = α 0 + α 1density eft + α 2Dft + α 3Xpt + νf + νt + εfpt （9）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RD表示企业创新水平；f表示企业；p表示企业所处行业；t表示年份。本文参照蒲艳萍和

顾冉（2019）的做法，以新产品产值的对数作为代理变量进行衡量。Dft表示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企业层面控

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盈利能力、企业生产率、企业性质、政府补贴、企业出口规模；Χpt表示

企业 t年所处行业 p的行业竞争变量；νf和 νt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fpt为误差项。关于控

制变量的度量，具体如下：本文企业规模变量采用企业总资产变量表征；企业年龄采用企业当期年份减去企

业开业年份表征；盈利能力采用利润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考虑到 Olley和 Pakes（1996）方法计算企业生

产率时将导致大量样本丢弃。因此本文企业生产率的计算采用 Levinsohn和 Petrin（2003）提出的 LP方法估

计；企业性质为虚拟变量，当企业为国有企业时，企业性质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政府补贴采用政府补贴收

入表示；企业出口规模采用企业出口交货值表示。Χpt表示企业所处行业的行业竞争变量，本文采用通常使

用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测度行业层面的市场竞争度。除各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企业生产率、盈利能

力、企业性质与行业竞争变量外，其他变量均进行取对数处理。关于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省份内产品关联

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的计量模型除核心解释变量⁃产品关联密度不同之外，其他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

与式（9）均一致，不再赘述。

另外，由于知识溢出还将受到企业的吸收能力与企业自身积累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基本估计模型的基

础上，进一步考察吸收能力对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参照吴小康和于津平

（2018）的研究，采用企业生产率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

变量，具体估计模型为

lnRDfjt = β0 + β1density eft + β2 tfcft × density eft +
β3Dft + β4Xjt + νf + νt + εfjt （10）

其中：tfcft 为企业 f在 t年的企业生产率；tfcft × density eft
为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的交互项；其他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与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及企业固定效

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均与式（9）基础回归模型一致。关

于考察吸收能力对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省份内产品

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的计量模型与式（10）
基本一致。表 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产品关联密度与新产品产值的描述性统计

新产品产值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大于中位数时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小于中位数时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大于中位数时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小于中位数时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大于中位数时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小于中位数时

产品关联密度

观测值

91547
91546
91547
91546
91547
91546

均值

1.23
1.13
1.09
1.26
1.20
1.16

标准差

3.43
3.19
3.20
3.41
3.46
3.32

最小值

0
0
0
0
0
0

最大值

18.52
17.06
18.52
18.26
17.55
18.52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新产品产值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出口规模

盈利能力

企业性质

政府补贴

企业生产率

行业竞争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均值

1.16
2.05
10.45
8.47
0.06
0.05
1.07
7.17
0.02
0.02
0.40
0.15

标准差

3.30
0.69
1.47
3.81
0.23
0.23
2.18
1.23
0.03
0.03
0.22
0.23

最小值

0
0
0
0

-5.87
0
0

-3.35
0
0
0
0

最大值

18.52
7.60
18.85
19.01
55.04
1

13.95
13.92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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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础回归
1. 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基础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第（1）和（2）列为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第（3）和（4）列为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的回归结果，第（5）和（6）列为省内产品关联密度的回归结果，其中第

（1）（3）与（5）列为未添加控制变量的结果，第（2）、（4）与（6）列添加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控制变量，（1）~
（6）列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1）、（3）与（5）列显示，在未添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企业

内产品关联密度、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省内产品关联密度每上升 1%，表征企业创新的新产品产值变量将

分别上升 1.77%、1.74%与 2.48%，在第（2）、（4）与（6）列添加控制变量后，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城市内产品

关联密度与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新产品产值的回归系数在 1%条件上依然显著为正。综上所述，不同地理

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城市内产品关联

密度与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带来的正向影响呈上升趋势，这可能和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包含城市内

产品关联密度，同时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又包含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的原因有关，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不同地

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均呈正向影响的结论。

此外，表 3中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符合研究预期。其中，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企业规模与政府补助代理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助越多，企业抗风险能力越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也越强。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出口规模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企业年龄反而阻碍了企业创新，可能的解释在于新生企业经

营方式更灵活，创新意识更强，更易于接受新知识，更有助于激发新企业的创新活动。国有企业及其产权性

质使其能够享受较多政策优惠而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行业竞争变量的影响系

数显著为正，表明行业内竞争程度越大，越有利于促进所处行业内的企业创新。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系数不显

著，可能原因在于企业创新与企业短期利润率之间关系不大。

表 3 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企业出口规模

企业利润率

企业性质

企业补贴

企业生产率

行业竞争

常数项

企业固定效应

年度固定效应

观测值

withinR2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1）
1.77***（6.29）

0.99***（37.48）
是

是

183 091
0.0676

（2）
1.24***（4.45）

-0.12***（-3.32）
0.32***（14.24）
0.07***（23.46）
-0.04（-1.59）
0.37***（3.81）
0.04***（7.42）
0.02*（1.93）
1.32***（2.90）

-2.76***（-12.08）
是

是

183 091
0.0769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3）

1.74***
（9.71）

0.41***（5.81）
是

是

183 091
0.0683

（4）

1.52***
（8.58）

-0.12***（-3.32）
0.31***（14.14）
0.07***（23.46）
-0.04（-1.64）
0.37***（3.81）
0.04***（7.33）
0.02**（2.13）
1.28***（2.81）

-3.27***（-13.85）
是

是

183 091
0.0776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

（5）

2.48***（18.58）

-0.60***（-6.41）
是

是

183 091
0.0735

（6）

2.23***（16.97）
-0.11***（-3.16）
0.29***（13.19）
0.07***（23.37）
-0.05*（-1.66）
0.39***（3.99）
0.03***（6.60）
0.02**（2.34）
1.32***（2.92）

-3.95***（-16.27）
是

是

183 091
0.080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的回归结果为 t值。

2. 吸收能力对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中国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

在上述基础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考察吸收能力对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

新的调节作用，式（10）为考察吸收能力对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调节作用的估计模型，估计结果见

表 4第（1）、（2）列，第（3）、（4）列为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调节作用的估计结果，第（5）、（6）列为省内产品关联

密度调节作用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3）与（5）未添加控制变量，第（2）、（4）与（6）列均添加了控制变量，每

列均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注意到，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城市内产品关联、省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

业生产率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这一结果不受控制变量增减的影响。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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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企业利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知识溢出和资源禀赋的优势，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产出水平。企

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其创新产出越好。

表 4 产品关联密度、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内产品关联密度

观测值

withinR2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1）
-4.57***（-3.86）

0.77***（4.90）

183 091
0.0680

（2）
-3.58***（-2.83）

0.59***（3.49）

183 091
0.0771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3）

0.25（1.08）

0.20***（8.18）

183 091
0.0689

（4）

0.51（1.38）

0.14***（2.77）

183 091
0.0777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5）

1.15***（6.84）

0.18***（10.57）
183 091
0.0726

（6）

-0.43（-1.16）

0.36***（6.85）
183 091
0.0808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的回归结果为 t值。

（二）稳健性检验
1. 将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滞后一期后加入同一模型进行检验

由于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时为了缓解估计过程

中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部分考虑将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滞后一期进行回归，以保证研究结论的

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 5，其中列（1）、（3）与（5）分别检验了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

影响效应，第（2）、（4）与（6）列进一步验证了吸收能力对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

用，后文同理。结果显示，在（1）、（3）与（5）列的回归结果中，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

响在 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为正，此外，第（2）、（4）与（6）列考察吸收能力的回归结果中，其交互项系数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的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 5 各层面产品关联密度滞后一期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量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观测值

withinR2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1）
0.96***（2.77）

112945
0.0760

（2）
-4.45***（-2.80）

0.66***（3.18）

112945
0.0763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3）

1.43***（5.79）

112945
0.0766

（4）

-0.10（-0.18）

0.20***（2.86）

112945
0.0767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5）

2.93***（14.14）

112945
0.0806

（6）

-0.85（-1.61）

0.50***（6.90）
112945
0.081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的回归结果为 t值。

2. 改变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

谢建国和周露昭（2009）研究认为，作为吸收能力的人力资本显著影响了技术溢出水平。因此本文参考

谢建国和周露昭（2009）与上官绪明（2016）的做法，从企业人力资本存量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吸收能力对不同

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 6，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后，

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系数在 1%水平上依然显著为正，这一稳健性检验结果

与吸收能力的基础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 6 将企业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量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人力资本存量×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人力资本存量×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人力资本存量×内产品关联密度

观测值

withinR2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3.21***（-2.80）

0.72***（3.45）

186101
0.0764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0.54（-1.16）

0.38***（4.30）

186101
0.0771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1.55***（-3.43）

0.69***（7.94）
186101
0.0805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的回归结果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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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 2005年产品邻近度计算产品关联密度后的稳健性结果

上述基础回归分析的产品关联度均采用世界所有国家各年不同的出口数据计算，为了结论的稳健性，参

考吴小康和于津平（2018）的做法，采用样本期间某年固定不变的产品邻近度对产品关联密度进行计算，基于

此，本部分以 2005年产品邻近度计算产品关联密度，具体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7。第（1）、（3）与（5）列结果

显示，采用 2005年产品邻近度计算得到的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影响效应的系数在 1%
条件上显著为正，结果与基础回归估计基本一致。此外，第（2）、（4）与（6）列为考察吸收能力对不同地理范围

内产品关联密度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的结果，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系数也

依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无明显变化。

表 7 采用 2005年产品邻近度计算产品关联密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量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观测值

withinR2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1）
1.18***（4.19）

183008
0.0769

（2）
-4.17***（-3.21）

0.65***（3.76）

183008
0.0772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3）

1.41***（7.91）

183008
0.0775

（4）

0.56（1.52）

0.12**（2.33）

183008
0.0775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5）

2.09***（16.05）

183008
0.0798

（6）

-0.21（-0.57）

0.31***（6.03）
183008
0.0803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的回归结果为 t值。

4. 对各层面产品关联密度的计算不进行标准化处理

在上文中为了获得企业层面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我们已对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

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加权求和，但 Li和 Zhu（2014）的研究认为这种处理可能会产生测量偏误。因而，根据

Li和 Zhu（2014）的做法，以未经标准化处理的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直接加权求和后进行稳健性检

验。估计结果见表 8，在第（1）、（3）与（5）列中的不同地理范围内回归系数是基准方法计算的不同地理范围

内产品关联密度影响系数的 3倍以上，但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估计系数在 1%条件上均显著为正，此结果与基

准回归的估计系数无差异。同时，第（2）、（4）与（6）列的估计结果也显示，未进行标准化处理的不同地理范围

内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也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相一致，均显著为正，只是由于因为未经过标准化处

理，其不同地理范围内的回归系数要远远大于基准回归的交互项系数。

表 8 对各层面产品关联密度的计算不作标准化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量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观测值

withinR2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1）
12.85***（4.23）

183091
0.0768

（2）
-4.17***（-3.21）

5.55***（3.29）

183091
0.0770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3）

5.25***（8.78）

183091
0.0776

（4）

1.51（1.26）

0.51**（3.14）

183091
0.0777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5）

7.52***（17.70）

183091
0.0804

（6）

-1.81（-1.56）

1.27***（7.70）
183091
0.0812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的回归结果为 t值。

5. 采用全球为参照测算 RCA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其竞争对手不仅来自于国内，还可能来自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因此，此处以全

球为参照计算 RCA后来检验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9，第（1）、（3）与（5）显示，企业层面不同

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而且第（2）、（4）与

（6）列中的交互项系数也与基准回归的交互项系数基本一致，也就是说，采用全球为参照计算 RCA后，不同

地理范围内的回归结果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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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采用全球为参照计算 RCA进行稳健性检验

变量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企业生产率×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观测值

withinR2

企业内产品关联密度

（1）
1.24***（4.45）

183091
0.0769

（2）
-3.59***（-2.83）

0.59***（3.49）

183091
0.0771

城市内产品关联密度

（3）

1.78***（9.79）

183091
0.0779

（4）

0.16（0.43）

0.22**（4.40）

183091
0.0781

省内产品关联密度

（5）

1.66***（11.56）

183091
0.0783

（6）

-2.42***（-6.28）

0.55***（10.30）
183091
0.0798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的显著性；括号内的回归结果为 t值。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基于产品空间理论视角研究了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

效用，首先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在匹配 UN⁃COMTRADE产品数据

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地理范围内的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

业创新的影响及吸收能力的调节效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中国企业创新均产

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省内产品关联密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二，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助于企

业利用不同地理范围内的知识溢出和资源禀赋的优势，增进自身的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进行滞后一期产品

关联密度、改变代理变量、不做标准化处理、以世界为参照计算 RCA等稳健性检验下，结果依然稳健；第三，

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但过高的产品关联密度也可

能对企业创新产生负效应。

本文的结论对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由于不同地理范围内产品关联密度对我国企业

创新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影响还呈现出空间递增的特征。因此，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企业优先

选择生产并出口那些与企业已出口产品或其所在省内和市内其他已出口产品关联度高的产品；另一方面要

引导企业以邻为鉴，加强相关企业间相互学习与信息交流，营造企业间互惠共生观念和环境；第二，为了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需提高企业吸收能力。加强对企业科研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为其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平台的建设等，同时需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从而培养企业自身的吸收

和消化能力，不断增进对外部知识溢出的吸收和消化；第三，在制定企业创新发展的促进政策时，各地要因地

制宜，鼓励与本区域产品关联更紧密的相关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合作与交流；第四，为减少产品关联密度对企

业创新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合理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基

础研究投入，关注相关新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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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nsity，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ao Ping1，Xiao Shengpeng1，Lin Changqing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Trade，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Hunan，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echnological upgrading，the key
link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has changed to how to effectively acquire and use extern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realize the
integration with its own internal resources，and strengthen its ow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The impact of product
density on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he relationship ar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space theory. The results shows as follows. First of all，Chinese firm innova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ed by product association density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anges，and the provincial product association density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firm innovation. Secondly，the improvement of an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bility is subject to it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whether an enterprise can take advantage of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resource endowment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opes is also
affected by its absorptive capacity. Thirdly，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benefits from knowledge spillover caused by
product association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opes，but high product association density may als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firm
innovation.
Keywords：product density；enterprise innovation；absorp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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